《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与功能演进》出版发行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之二《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与功能演进》，由中心研究员郭梅亮博士撰写，近日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对于国有银行制度研究，国内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但相关研究仍显得过于零散，缺乏相应的理论框架体系。一些研究结论也使得我们急于寻求短期见效方案，而忽视了国有银行的长期制度性建设。本书尝试着提出银行适应性效率的初步分析框架，即在制度结构—银行功能演进—银行长期绩效的框架下，坚持从内生、长期和整体演进的视角对充满“中国故事”的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予以刻画和分析，以期能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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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银行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功能演进与扩展，银行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最终表现为银行功能适应性。银行绩效高低不在于其以何种形式存在，而是取决于特定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银行功能的实现，故应从金融功能角度去研究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及绩效表现。特别是与西方银行制度不同，中国国有银行具有财政替代功能和金融功能双重属性，其功能演变与所处的制度环境存在着不可割舍的“血肉联系”。对于国有银行这两种功能属性，不能先验地认为财政性替代功能下的绩效就一定劣于或者优于市场金融功能下的绩效，而要看其是否能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这两种功能的强弱与转换取决于其所依赖的制度结构，即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反复博弈、协调甚至是妥协程度。制度结构中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性将是解释国有银行制度演变的关键。

在国有银行改革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市场竞争与产权结构之争，实际上是经济体制上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之间的争论在金融制度改革中的延续。这两种观点在适应性效率框架中具有一致性，应该统一而不是割裂地看待两者，产权结构安排应与市场竞争动态地相互适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市场竞争说还是产权结构论，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解释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国有银行财政替代功能的特殊性。本书认为，对国有银行改革的讨论应当注重初始制度条件的重要性，它与政府因素在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私有化、自由化或政府“一退了之”，而是取决于各种制衡力量特别是政府因素和市场力量相互协调与妥协，国有银行改革应当坚持整体渐进演变的思路。

在“二重结构”的初始制度条件下，国家能力扩展模型与传统意识形态巧妙结合，构成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选择强制性变迁路径的充要条件。传统“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格局、意识形态熏陶与“弱财政强金融”的经济格局，是国有银行财政替代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保持内在一致，使得以财政替代功能为主导的国有银行成为当时一种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功能从“标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角度看是外生的，但却内生于其所依赖的制度结构，而且正是这种看似“落后”的制度安排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相适应，表现出适应性效率，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然而随着渐近式改革推进，国有银行原先的制度功能对其所处的新制度环境越来越表现出非适应性。本书从影响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制度结构（政府和市场力量两个维度，六个方面）入手，刻画了国有银行功能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构成国有银行功能由财政性替代功能向金融服务功能转变的内在逻辑。但是与前期财政替代功能下的被动扩张相比，国有银行规模收缩更具有主动性，反映出“金融因素”正逐渐取代“财政因素”，这种调整是国有银行适应性能力的一种体现。

经过“一番手术”后，国有银行“焕然一新”，本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说明资本市场化改革对国有银行短期微观绩效提高效果显著。但在其业绩爆发的外表下，本书研究表明，有双重理性的国有银行不仅通过资产负债表中存差的形式将金融风险与国家信誉牢牢拴住，而且其债权结构也日益“失衡”，更加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如此宏观格局的出现，表现资本市场化改革及上市不能作为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成功的衡量依据。特别是在当下，一方面国有银行掌握着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却又是“嗷嗷待哺”。这种冲突反映出资本市场化改革后的国有银行微观绩效提高既不等同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增进，也不意味着整个国有银行制度就具备了适应性效率。

从银行适应性效率视角出发，本书认为银行制度市场化是否成功，更取决于资产市场化。因为资产的角度本质上是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它更能反映国有银行的真实行为，更具有增量上的意义，更能体现长期和动态因素，更能刻画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的本质内涵。只有对国有银行资产进行市场化改革，其微观绩效改善才会具有上宏观整体增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意义。对于资产市场化改革方式，本书认为，强制国有银行与非国有经济部门建立起联系，只能是一种良好的诉求与愿望；对国有银行简单地拆分或重组，也未必就能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依据银行适应性效率分析中提到的分散化决策和试错性试验，未来对于国有银行资产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于金融体系中新的市场力量顺利进入，通过异质性银行竞争逐渐压缩国有银行无法支配的过剩金融资源。
异性性银行的成长，将改变国有银行的基础制度结构，并且竞争与学习效应有助于形成竞争性互补的格局，这对提高国有银行绩效具有正面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银行形成适应性效率的要害在于外部市场竞争约束，取决于新的市场金融因素的成长速度与竞争压力程度。在异质性竞争方面，本书认为应当特别重视基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需求而成长起来的内生性金融或民间金融力量，对其试错性试验导致的各种可能失败应具有包容态度。

未来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需要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相配套，并应将两者纳入统一的框架中综合考虑，特别是基于经济转型的需要，应当切实改变目前以GDP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政绩考核形式。从长远来看，一个明智的政府应敢于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促进民间经济力量成长，为国有银行资产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微观经济基础。若忽视了这些配套条件，一些具有良好意愿的政策反而可能导致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目标变得更为遥远。

总而言之，银行适应性效率作为制度效率的一种衡量方式，更加注重银行的整体制度效率增进。一种银行制度是否有效，不在于其制度有多“先进”，单个组织微观绩效有多“好”，关键在于该制度整体上能否与所处的实体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制度变迁不是一项孤立的事情，而是一连串的制度组合，一项制度变迁内生于其所依赖的制度结构，这也决定了通过异质性竞争调整国有银行制度将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在未来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与市场的耦合度与协调性、银行制度多样性以及银行企业家成长共同决定着国有银行适应性效率的形成。

